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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对 中 日 关 系 的 影 响

□ 史桂芳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

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日本

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抢占德国在山

东的利益，并企图在 《凡尔赛和约》

上得到认可，确保其“特殊权益”。由

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

未能得逞。为阻止日本的过度膨胀，

构建有利于美国的远东太平洋秩序，

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

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

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

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

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

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

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建立由日

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以实现“雄

飞”大陆的梦想。

借一战时机扩大对
中国的侵略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

洲主要国家卷入战争，给日本带来了

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1914 年 8 月 23

日，日本对德宣战，随即出兵山东，

先后占领济南、青岛，控制了胶济铁

路西段。日本占领山东后，向中国提

出了“二十一条”，其核心是要巩固在

“南满”的权益，铲除德国在山东的势

力范围，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列强要重

新规划战后国际秩序，和平会议即将

召开。日本也参加了巴黎和会，其参

会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德国在山东和

太平洋诸岛的权益。日本认为：它要

求这些权益是正当的，因为日本靠自

己的武力将德国势力从山东驱逐出

去，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理所当

然。而中国代表则提出废除二十一

条、立即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

求。美、英、法等国当时正在酝酿成

立国际联盟，日本代表提出：如果日

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就不在讲

和条约上签字，也不参加国际联盟。

于是，为了拉住日本，英、法表示支

持日本的要求，美国也担心日本不参

加国际联盟而向日本让步。列强最终

在山东问题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由

于中国代表拒绝在 《凡尔赛和约》 上

签字，日本没有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

权益的“法理”依据，巴黎和会也没

有来得及构建一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

的国际新秩序。

华盛顿体系下日本
扩张在华利益

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

东顾之际大肆扩张，大力扩张军备，

大有“独霸”太平洋之势。日本势力

迅速膨胀，引起了列强特别是美国的

不安。为阻止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政

治控制，1919年5月，由美国提议组成

了美日英法新四国对华借款团，迫使

日本停止一战期间对华的政治借款，

美国得以插足中国，与列强共同分享

在华利益。一战后，美国要谋求海上

优势，同时标榜国际合作，实现和平

与裁军。1921年 7月，美国向英、日、

法、意、中五国发出非正式建议，召

开六国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

问题。

1921 年 11 月，华盛顿会议召开。

会议主要议题是限制军备和远东太平

洋问题。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主要涉及

美英日法意五国，美国提出限制海军

军备，停止竞争造舰。日本要求达到

美英两国的 70%。但是，美英两国不

让步，日本以西太平洋各岛不设防作

为条件同意了这个比例，会议规定了

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比例，约定今后

10年不再建造战舰。日本也考虑到以

其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对抗，当务之急

是充实国力而不是军备。当然，由于

列强对海洋霸权的竞争，这个条约不

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列强间的矛盾，更

不可能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华盛顿

会议后，日本大力建造辅助舰，1930

年日本海军吨位数达到了规定额度的

96% ， 英 国 达 到 82% ， 美 国 达 到

61%，华盛顿会议确立的美英两国吨

位优势实际上荡然无存。

中国山东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焦

点。在国际干涉下，日本与中国签订

了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规定：

日本将胶州旧德国租借限期交还给中

国，中国赎回胶济铁路，中国付给日

本 5340 万金马克，日本军队撤出山

东。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做了巨

大让步，收回了部分山东主权。列强

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相互妥协，付出

牺牲的是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

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否

定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而确

保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确立了以

美国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新秩序。华

盛顿体系是列强以牺牲中国利益而相

互妥协的产物，这个体系不可能给远

东带来和平。

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暂时采取

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协调”的

外交方针，确保已取得的利益。但

是，日本一直没有放弃对“特殊利

益”的追求，认为一旦时机合适，就

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美国却凭

借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以“门户开

放、机会均等”为名，保持在远东的

优势地位。此后，日本与美国围绕打

破还是维持华盛顿体系不断发生矛盾。

1924 年 6 月 ， 币 原 喜 重 郎 任 外

相，提出“协调外交”政策，“尊重各

国的正当权益”，在与列强“协调”中

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权益。币原外交一

度被日本视为“软弱外交”。其实，币

原外交的目标与军部并无二致。“协

调”并不是软弱，而是在“协调”中

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满

蒙”的特殊利益。其实，币原喜重郎

一方面标榜“协调”外交，一方面对

内积极“协调”军方在中国的军事行

动，以军事为后盾实现外交上的“协

调”。日本在高唱“协调”外交时一直

在寻求机会，“协调”中有“强硬”，

要实现大陆政策的目标。

1927 年 4 月，田中义一担任日本

首相兼外相，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

在同情中国人“正当期望”的同时，

与“列强保持协调”。田中外交依然在

华盛顿体系框架内进行，但是，田中

外交包含着更多的“强硬”因素。6月

27 日—7 月 7 日，日本召开“东方会

议”，制定了 《对华政策纲领》。对华

政策的基调是“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

殊地位，对支那本土和满蒙相区别”，

将满蒙作为“日本特殊地带”采取与

中国本土不同的政策，核心是满蒙的

“特殊权益”。同时提出“对中国国民

的希望给予同情，并与列国共同努力

促其实现”，表示仍然坚持与列强的协

调与信任，同时强调“满蒙尤其是东

三省在国防上、国民生存上有重要利

害关系”“万一发生动乱波及满蒙，导

致治安混乱，侵害我特殊权益，无论

其来自何方，我将采取断然措施”，表

明日本虽然没有放弃“协调”口号，

但是，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维护在

华权益。1928 年 4 月，日本直接出兵

山东，制造“济南惨案”。6月初，关

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日本加快了

“独占”中国权益的步伐。

1929 年 7 月，币原第二次出任日

本外相，强调“增进帝国与列国的关

系，政府将推进相互通商及振兴企

业”。为避免列强对日本扩张的反感，

币原提出暂且搁置“满蒙悬案”。在中

国关税自主问题上，与列强一样表现

出积极态度，1930 年 5 月，中日两国

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

发动侵华战争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

规模的经济危机，1930年经济危机波

及日本。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社会矛盾

激化，也成为日本冲破华盛顿体系束

缚的契机。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尾崎

秀实指出的：“经济危机导致凡尔赛体

系烟消云散，经济危机破坏了外交安

定的基础，所有国家都处于尖锐的对

立 之 中 。 时 刻 有 爆 发 战 争 的 可 能

性。”1931年 9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了

“九一八”事变，并迅速武力侵占东

北。当时，欧美各国正在忙于应付危

机，苏联正在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

而中国则处于内战之中。正如时任美

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言：“如果沈阳事

变是人为阴谋，这阴谋所选择的时

机，真是胜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的财

政相当困难，尽管如此，政府却不惜

采取一切手段加大军费投入，以支持

关东军。日本政府认为“已经发生了

没有办法”，不仅没有追究朝鲜军擅自

越境的“违法”行动，还承认了既成

事实，拨给“必要的”出兵经费。由

此可见，在维护和扩大日本对东北侵

略利益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目

标是一致的，政府标榜“协调”是用

“隐性”和“柔软”的方法，而军部则

用“激进的”“强硬的”方法来实现对

东北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成立

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日本违反 《九

国公约》 等国际条约向国联申诉日本

的侵略行为。日本则以中国不是有组

织之国民国家通告国联，否认国际条

约适用于中国。1932 年 4 月，国联派

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

查，形成了 《李顿报告书》。报告书

“虽然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地位，但

是不承认满洲国独立，认为东北是在

中国主权下高度自治的特殊地域，提

出在东北设立自治政府，由列强共同

管理”。日本外务省则发表长篇反驳意

见书做出回应，认为建立“满洲国”

是将东北人民从军阀压迫下解放出

来，日本使混乱的东北秩序井然，人

民安居乐业，日本的行动不是侵略而

是解放，《李顿报告书》 是不适当的。

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召开特别大

会，表决 《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

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

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要求日本

尽快从满铁附属地撤退。但是，日本

代表态度极其蛮横，退出会场以拒绝

国联的裁决。

3 月 27 日，日本政府发表 《退出

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称：“帝

国政府认为已经没有与国联合作之余

地，根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

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强调在满

洲国问题上与国联意见完全不同，公

开表示已经无法与列强继续“协调”，

要独自维护东亚“和平”，要与华盛顿

体系告别，与现有的国际秩序决裂。

这表明列强极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冲

突，试图以共同的利害关系、以国联

牵制日本的策略彻底失败。

日本退出国联走上国际孤立化道

路，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逐渐确

立了国家总体战的体制。在日本挑战

华盛顿体系的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打

破凡尔赛体系，德国于 1933年 10月宣

布退出国联。日本与德国不约而同地

要在东西方打破现存的国际秩序，建

立自己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由此也看

出，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

几个大国分赃与妥协的产物，不可能

给世界带来和平。

1937 年 7 月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了

全面侵华战争，12月占领国民政府首

都南京，并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

是中国并未屈服，日本不得不调整对

华政策。1938 年 11 月 3 日，近卫内阁

发表 《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 的第二

次对华声明，首次公开了建设东亚新

秩序的目标，日本由对华盛顿体系的

“破”发展到建设自身主导东亚新秩序

的“立”的阶段。日本外相有田八郎

认为，“现在东亚形势发生新变化，以

事变 （指卢沟桥事变） 的概念原则来

处理现在和今后的事情，不仅不能解

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确立东亚之永

久和平”，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开批判九

国公约、修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

原则。日本推行积极的外交方针，加

快建立新的国际秩序。1938年 12月 22

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

呼吁“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

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经过日本御

前会议和政府声明，明确了建设东亚

新秩序的内容和原则，昭示着日本对

华盛顿体系的彻底否定，在排除欧美

列强的幌子下，确立以日本为核心的

东亚新秩序。

1940年 8月 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

右就政府的外交方针发表了讲话，他

提出，“根据皇道大精神，首先确立日

满华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

“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东亚共荣

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

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

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

环”，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大东亚新秩

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此后，

“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建立国际

新秩序、推行扩张政策的代名词。9月

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 《德意日

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意在欧

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日三国

相互配合在欧亚分别挑战英美等主导

的国际秩序。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

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开始了

“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进入建

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实施阶段。1945年8

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建设“大东

亚新秩序”也化作泡影。

一战前后，日本经历了从“协

调”到“强硬”外交的转变、从参与

国际体系到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建立

新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一战前后日本

对国际秩序“破”与“立”的过程，

反映了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与利

益冲突，而列强姑息日本、以牺牲中

国利益为代价的“利己”政策，更助

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秩序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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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镜史镜

秦至惠文，羽翼渐丰，斗志不

减，献公、孝公的治国方略和制度建

设持续转化为发展成果，推动秦国进

入发展关键期。

商鞅之辨

谈到秦惠文王，避不开商鞅。商

鞅对秦有大功，自不必细说。但到了

孝公末期，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改革

旗手，已是坐拥十五座城邑的商君。

当 时 ， 贤 士 赵 良 应 邀 和 商 鞅 谈 话 ，

一针见血地指出商鞅“今君左建外

易”，热衷独揽大权，所行之事“非

所以为名”“非所以为教”，并劝说

商鞅退还商於十五城的封邑，不要

贪 图 权 力 富 贵 ， 退 归 林 下 ， 以 保

平安。

秦变的核心是要创造集中、统

一、高效的国家，而不是封君自重的

“联邦”，为此秦君都可以走向变革的

祭台。正在人生巅峰的商鞅，对赵良

的“迂腐之见”不以为然，还是我行

我素。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变法

的推动力，不知不觉变成了自己曾经

憎恶的既得利益者，阻碍了改革的继

续深入。

有一个事实令人深思：商鞅死

后，惠文王一朝，入秦的各国人才源

源不断。公孙衍、张仪自不必说，陈

轸、魏章、乐池都来为秦效力。六国

之士不是飞蛾扑火，惠文王诛杀商鞅

并非一己之私，秦国在锻造中央集权

国家的道路上持续探索。

步步为营

方向是发展的首要问题，定力是

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惑于虚名，不惑

于小利，举自己的旗，穿自己的鞋，

走自己的路，才能行稳致远。惠文王

继位的第一年，苏秦入秦求见。日后

鼎鼎大名的苏秦此时还显青涩，慷慨

激昂地劝说秦王兼并列国，称帝而

治。惠文王少年老成，沉稳对答道：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文理未明，

不可以兼并。”苏秦十次上书，均未被

采用。

有人替苏秦抱憾，有人说苏秦后

来暗地为秦工作，还有人说惠文王刚

刚诛杀商鞅，痛恨说辩之人。从秦国

的整体战略角度出发，或许可以更加

清晰地认识惠文王的思路。如果说秦

国的崛起有路线图，那么梳理献公以

后的秦国发展历程，大致有一个“三

步走”的总体方略。第一步，削弱魏

国，尺寸必争，分化三晋联盟；第二

步，南取巴蜀，广地富国，增加战略

纵深；第三步，制衡齐楚，远削近

攻，渐成雄立之势。苏秦游说惠文

王，好高骛远，直接跳跃进入最后阶

段 ， 头 脑 清 醒 的 惠 文 王 岂 能 听 之

用之。

渡河而击

惠文王时代，秦国正处在由第一

步战略转向第二步战略的关键阶段。

秦献公、孝公坚定不移地和魏国在河

西角力，连败魏军，取得了相对优

势。惠文王继位后，乘势而为，对于

魏国又拉又打，既立来自魏国的夫人

为王后，又重用来自魏国的公孙衍为

大良造，开展对魏的猛烈攻势。

秦惠文王五年 （公元前 332 年），

公孙衍率军北上，试探性攻击魏国的河

西重镇雕阴。山雨欲来风满楼，次年魏

国割让阴晋求和，并改名“宁秦”。可

惜“宁秦”无法让壮心不已的秦国停止

下来。惠文王七年，秦军再次兵临雕

阴，歼灭 8 万魏军，基本清除了魏国

在河西的残留势力，尽有河西之地。

此后魏国一败再败，把上郡 15县也让

给了秦国，彻底退出了黄河以西地区。

惠文王九年，秦军从河西的少梁

出发，历史性地跨过黄河，渡河而击，

先后攻占了汾阴、皮氏，紧接着在南线

又占领了焦、曲沃，从南北两线对魏国

河东形成钳制态势。三代秦王不懈努

力，终于踏上河东之地，标志着秦国基

本完成崛起的第一步战略。

南下巴蜀

发展的飞跃必定来自内部结构质

的提升，秦得巴蜀就是一次华丽转

身。秦蜀相交，起于秦厉共公，百年

之后，秦始发力。惠文王继位不久，

就亲自率队开展对蜀的战略侦察，秦

蜀两王相会于汉中褒斜道，全面勘查

了日后秦进军蜀地的主要路线。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秦得

巴蜀，看似借蜀、苴两国内乱乘虚而

入，是幸运的偶发事件，其实早在全盘

谋划之中。秦国清醒地认识到，要在战

国时代的竞争中超越列国，必须彻底从

“争霸模式”转向“兼并模式”，同时在

未取得绝对优势之前，要保持低调，集

中精力富国、广地、强兵，“闷声发大

财”。巴蜀之地位于楚国上游，同时有

巨大的农业潜力，在安全需求和粮食需

求双重战略思维的影响下，秦对于巴蜀

乃至于汉中志在必得。

统一想法，形成合力，是难中之

难，秦国恰恰具备高效的执行力。议

定伐蜀后，原来主张东进的张仪和主

张南下的司马错共为伐蜀之将，上演

了秦国版的“将相和”。从伐蜀速度和

最后结果看，张仪和司马错勠力同

心，合作得天衣无缝。秦军还超额完

成伐蜀任务，同年吞并了苴国和巴

国，拥有了四川盆地和部分汉中盆

地，为日后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始谋弱楚

秦伐巴蜀，从某种意义上是一场

和楚国的竞速跑。楚国经过宣威盛

世，国力大涨，在东西两线不断扩

张。楚威王大举西征，沿长江溯流而

上，相继攻克江州、合川，巴国被挤

压到了川北地区。秦楚两强，谁先赢

得巴蜀之地，谁就能取得先发优势。

楚国不仅在西线高歌猛进，在东

线也咄咄逼人。楚威王之后，楚怀王和

齐国亲善，约为同盟。公元前 318年，

以楚怀王为首，楚、齐、赵、魏、韩、

燕、义渠合纵攻秦，兵临函谷关，虽无

大碍，但震动秦国。拆散齐楚、削弱楚

国成为当时秦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秦惠王迅速调整重心，实施疲楚

弱楚方略。张仪备受重用，巧舌如

簧，以“空头支票”诱使楚国绝交于

齐，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楚怀

王发现六百里商於之地是“空头支

票”后，怒而兴兵，犯下兵家大忌。

秦军不仅分离齐楚，还争取魏、韩两

国转向支持秦国，相继在丹阳之战、

蓝田之战中大败楚军，俘虏了包括主

将屈匄在内的 70 余位楚将。屈原的

《国殇》 写道：“身既死兮神以灵，子

魂魄兮为鬼雄”，就是感叹两战惨烈，

痛心疾首。由此，秦重创楚国，完全

控制汉中地带，使秦国本土和巴蜀连

成一片，雄视天下的格局初现。

惠文王时代，秦国始终准确把握

大势，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向东、

向南舒筋展骨，确立了对楚优势，解

决了“成长的烦恼”。大秦这艘巨轮即

将扬帆出海，平稳地驶入深海区，迎

来“开挂”时代。

在巴黎和会上


